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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声誉与信息披露对捐赠意愿和
风险态度的正向影响

张吉鹏 李禹燊 陈希多*

:本文通过设计基于中国慈善组织的捐赠实验,测度被试在不同风险

状态下的捐赠意愿及其与慈善组织声誉和披露方式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被

试的捐赠意愿显著高于国外同类实验被试。被试对声誉较高组织的平均捐赠意

愿要远高于声誉较低的组织;声誉信息的披露和组织高声誉排名对个人的捐赠

意愿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捐赠存在风险且被试可以选择金钱自留时,被试倾

向于利用风险作为不捐赠的借口。中国公众在实验环境中展示出很高的捐赠意

愿;改善慈善组织声誉和信息披露,降低组织运营和善款使用风险,能使慈善成

为公共品供给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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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第三次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相协调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由公众、志愿者和公益组织为

主体,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方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以自愿原则为基础,既不影响市

场经济的效率导向,又可以大幅减弱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负面影响,是改善公

共品供给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形式。但是,以慈善

为主要形态的第三次分配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作用十分有限。在2021年世界慈善指数中,

中国排名仍旧靠后。① 《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我国公益捐赠款物总额为

1509亿元,约占GDP的0.15%,个人捐赠占全部捐赠的25%,人均捐款108元。作为比

较,2019年美国的捐赠款物总额为4496亿美元,约占GDP的2%,个人捐赠占总捐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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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人均捐款约为1029美元。① 我国平均捐赠水平较低与公益行业的发展状况、慈善组

织的声誉和管理密切相关。首先,无论是从组织数量或是从捐款数额来看,中国非营利慈

善部门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形成成熟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其次,近年来中国

的重要慈善组织,比如中国红十字会,频遭声誉危机,导致公众质疑捐款用途。此类事件

有较大的负外部性,影响民众对整个慈善行业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了捐赠意愿。从国际经

验来看,各国法律要求慈善组织向社会公开财务信息和运行报告。此外,还有第三方机构

专门监督慈善组织的运营。相对完善的监督体制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使得慈善行

业高度重视声誉和公信力,尽可能减少公众质疑,以提高民众的捐赠意愿和支持。

本文基于中国公益捐赠的发展现状和慈善组织声誉与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研究如下

内容:(1)通过给实验参加者(被试)提供真实的金钱激励测度其捐赠意愿;(2)检验慈善组

织的声誉信息与披露是否会影响个体的捐赠意愿;(3)探究个体对待自己和慈善组织风险

的态度差异,以及个体是否存在以慈善组织风险为借口而不愿意捐赠的动机。这些内容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众捐赠意愿的决定因素及其如何受到慈善组织声誉的影响,

为政府规范慈善组织监管,提高慈善组织声誉,促进民众捐赠意愿提供经验证据,并对公

益事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见解和实证分析。

捐赠意愿不足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较低的可支配收入,文化传统更支持在亲

戚朋友间进行转移支付,慈善组织声誉低等。凭借经验数据,很难识别出其中的因果关

系。因此,我们设计了一项实验室实验,通过控制实验条件排除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探

究慈善组织声誉与个体捐赠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让研究更有一般意义,考虑组织

背景、规模、知名度以及慈善愿景,选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慈善组织作为本实验的主要

受捐赠对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我们的调查显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声誉、信用度、善款使用有效性、喜欢和认同程度上

是最好的,其次是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和壹基金,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表现是最差

的,虽然公共的了解程度是最高的(附表A1)。② 在所有实验的最后,被试的捐款会被真实

地支付给我们选择的慈善组织,所以本实验有田野实验的特点。

本研究中的实验总共有731名被试,被试需要完成一系列关于收益在个体或是慈善

组织之间的分配,选择的情景是在个体或者慈善组织的确定性收益和有风险收益之间的

组合。在实验设计上根据三个不同的维度改变受控实验的环境。一是改变受捐赠对象,

来测度个体在面对不同属性的受捐对象时的捐赠意愿。二是改变个体和慈善组织确定性

收益与风险收益的选择组合。三是使用不同的方式向被试披露慈善组织的声誉信息,以

探究组织声誉以及不同信息披露方式的影响。

本文使用与Exley(2016)相同的测度方法,并与其美国实验样本比较发现:中国被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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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usa-2020-charitable-giving-showed-solid-growth-climbing-to-449-64-billion-in-2019-one-of-the-highest-years-for-giv-
ing-on-record/,访问时间: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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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捐赠意愿比美国被试高约47%,该结果表明中国慈善捐赠排名靠后并非因为不愿意捐

赠。有意思的是,中国被试更愿意捐给个体而不是慈善组织。这些在理想的实验环境中

得到的结果说明中国公众不缺公益精神,那为什么现实中的人均捐赠远低于美国呢? 我

们认为,这跟慈善组织的声誉和信息披露有重要关系。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发现:(1)仅披

露慈善组织的名称信息时,无论慈善组织的规模、背景和慈善愿景如何,被试对不同慈善

组织的捐赠意愿没有显著差别。(2)仅披露慈善组织的绝对声誉分数信息时,相较于低声

誉分数慈善组织,被试对高声誉分数慈善组织的平均捐赠意愿增加约24.47%。考虑到仅

披露绝对声誉分数而没有其他参考对象时,不同的被试也许对分数高低具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本文增加了仅披露慈善组织相对声誉排名的实验设置。(3)相较于声誉排名靠后的

慈善组织,被试对声誉排名靠前的慈善组织的平均捐赠意愿增加约24%。不同信息披露

方式的结果一致表明,慈善组织的声誉严重影响个人的捐赠意愿,加强对慈善组织的声誉

管理可以显著提高人们的捐赠力度。(4)在个人收益和慈善组织收益存在权衡的选择组

合中,被试有较强的动机以慈善组织收益面临风险为借口而减少捐赠,慈善组织声誉和信

息披露本身对于这种借口动机的强弱没有影响。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贡献如下。已有研究以个体捐赠动机和慈善组织筹款策略为主

(Andreoni,2006;BénabouandTirole,2006;Vesterlund,2006;SiegandZhang,2012a),

较少研究慈善组织声誉的影响(GrantandPotoski,2015)。一部分文献研究其他人捐赠

信息的影响。如Listetal.(2004)发现当部分被试的捐款决策会被实名公开时能增加捐

赠。FreyandMeier(2004)发现,对被试提供过往其他捐赠者的平均捐赠数额信息,可以

显著地改变被试的捐赠。ShangandCroson(2009)发现,在公共广播筹款活动中提供积

极的社会信息对个人捐赠行为有正向影响。ZhangandXie(2019)发现公开“领导者”捐赠

信息对于“追随者”的捐赠影响存在压制和牵引两种作用,只有在“领导者”发挥了较好的

榜样作用时才会促进捐赠。另一部分文献研究公共品供给的机制设计和慈善组织管理与

募捐努力对于捐赠的影响。比如,政府资助的挤出效应(Ottoni-Wilhelmetal.,2017),领

导与惩罚机制的作用(LimandZhang,2020),慈善组织管理和募捐效率的影响(Siegand

Zhang,2012b)。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从慈善组织声誉和信息披露的角度来研究捐赠

意愿。

自Andreoni(1989)开创性贡献以来关于慈善方面的文献,较少研究以慈善组织风险

为“借口”而不愿捐赠的动机问题,而这是Exley(2016)的主要贡献,也是本文实验方法的

基础,与之不同的是,本文研究慈善组织的声誉信息及其披露对于风险借口动机的影响。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是Pengetal.(2019),该文发现财务效率、媒体知名度和公信力信

息都会影响捐赠,而且财务效率与可信度存在交互作用。本文把多个维度的声誉信息归

纳为一个指标,着重分析了个人以慈善组织风险为借口的动机如何影响捐赠。在方法上,

本文对于捐赠意愿的测度使用了真实的金钱激励,而不是假设有一笔预算,被试愿意捐赠

多少。从个体捐赠行为来看,声誉好的组织都会得到更多的捐赠;但是,中国慈善行业的

问题在于慈善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不足,这是本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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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理解中国慈善行业的特征事实为目标,是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重要补充(List
(2011)。中国慈善研究以企业捐赠为主(ChenandZhang,2017;戴亦一等,2014;高勇强

等,2011;彭飞和范子英,2016;山立威等,2008;许年行和李哲,2016)。现有文献对于日益

重要的个体捐赠的研究较少。何浩然和陈叶烽(2012)用独裁者实验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

被试捐赠行为变化没有显著区别。晏艳阳等(2017)发现,社区群体成员参与捐赠活动对

家庭参与捐赠活动起到正向作用。罗俊等(2019)发现,当信息公开在捐款后时,大多数被

试不选择实名;当强制要求实名公开捐款数额时,捐赠率与捐款数额都有显著提高。本文

以中国慈善组织的声誉信息和披露为核心,通过中外比较和随机实验,对公众个体捐赠意

愿和风险态度的研究有开创性贡献。

二、实验方法与设计

(一)捐赠意愿的测度

本文通过对被试提供真实的金钱激励来测度其捐赠意愿。被试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权

衡选择:他们需要选择金钱自留,或是捐赠慈善组织。表1提供了一个实验的示例。在表1
的选择序列中,选项A一直都是被试获得固定的10元收入;选项B是慈善组织获得一定

的收入,其收入自上而下由0元递增至60元。对于选择序列中的每一行选择,被试只能选

择其中一个选项,选择顺序从第1行开始,总共有16行。选择序列完成后,电脑会从表格

中随机选择一行对被试进行支付。例如,第15行被随机选中,如果被试选择了选项A,则
被试获得10元而捐赠慈善组织0元;如果被试选择了选项B,则被试获得0元而捐赠慈善

组织56元。

表1 测度捐赠意愿的选择序列

选项A 选项B

1 个人获得10元 慈善组织X 收到:0元

2 个人获得10元 慈善组织X 收到:4元

… … …

15 个人获得10元 慈善组织X 收到:56元

16 个人获得10元 慈善组织X 收到:60元

  注:完整表格详见附表A2。

假设被试a 在第1行至第i-1行(i≥2)的选择中都选择了选项A,而在第i行选择

了选项B且该选项对应慈善组织获得相应的Bi 元收入。此时,我们称第i行为被试a 从

选项A转换到选择B的转换点,记为SPa,i 。此转换点表明了被试a 的捐赠行为的临界

点,即被试a 在第i行选择中开始放弃选项A的个人固定收入10元而选择选项B的捐款

给慈善组织。我们进一步定义慈善组织在第i-1行和第i行可获得捐款收入的平均值为

被试a 的捐赠意愿,记为WGa =
Bi-1+Bi

2
。如果被试的WG 值较高,则表明慈善组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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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捐款需要足够高,才能够使得该被试放弃金钱自留而选择捐赠。较低的WG 值也

说明了该被试对慈善组织的捐赠意愿较高;较高的WG 值表示个体的捐赠意愿较低。

(二)风险态度和以风险为借口动机的估计

本文关于风险态度的估计是在Exley(2016)的基础上增加了慈善组织信息的披露。
完成个人捐赠意愿测度后,被试要在一系列的含风险收益和无风险收益中作出决策。被

试面对四组不同的实验设置:{个人风险收益,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个人确定收益,慈善

组织确定收益}。在这四组实验设置中,包括了有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和无个人 慈善组织

权衡的两种选择场景。
每名被试需要完成30个选择序列。其中,前2个选择序列用来确定在无风险环境下

慈善组织与个人收益的等价关系,即被试通过表1测度个人捐赠意愿(WG 值)。此时,被
试关于金钱自留与捐赠给慈善组织的个人偏好应满足 (10,0)—(0,WG),即个人获得收

入10元等价于慈善组织获得收入WG 元。随后28个选择序列分成四组,即{个人风险收

益,个人确定收益}、{个人风险收益,慈善组织确定收益}、{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个人确定

收益}、{慈善组织风险收益,慈善组织确定收益}。在每一组中,给个人获得收入或者慈善

组织获得收入加入不确定性风险。为了便于理解,请参照表2的例子①,这是一个95%可

能性个人获得收入而慈善组织获得收入是无风险的选择序列。当个人选择金钱自留时,
有概率P=95%获得10元,有1-P 获得0元。基于表1捐赠意愿的测度,实验设定被试

最高的WG=30。同理,附表A4是一个95%可能性慈善组织获得收入而个人获得收入是

无风险的选择序列示例。此时,若被试选择捐赠给慈善组织,则慈善组织有概率P=95%
获得WG=30元,而有概率1-P 获得0元。被试完成四组实验设置的顺序是随机的。每

一组实验设置都包含7个不同概率P 的选择序列,即,有95%、90%、75%、50%、25%、

10%和5%的可能性个人获得收入或者慈善组织获得收入。

表2 有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选择序列示例(个人风险收益P=95%,慈善组织收益确定)

选项A 选项B

1 个人:有95%得到10元,否则得到0元 慈善组织X 收到:0元

2 个人:有95%得到10元,否则得到0元 慈善组织X 收到:1.5元

… … …

20 个人:有95%得到10元,否则得到0元 慈善组织X 收到:28.5元

21 个人:有95%得到10元,否则得到0元 慈善组织X 收到:30元

  注:基于表1的捐赠意愿测度,设定被试a的捐赠意愿WGa =30。

本文用个人和慈善组织的确定收益衡量个人和慈善组织风险收益。定义Yj(Pk)是

与风险收益等价的确定收益,即风险收益估值,其中,j,k={个人,慈善组织},Y 指的是确

定性收益,P 指的是有风险的不确定性收益。Y慈善组织(P个人)表示个人有P 概率获得收入

10元等价于慈善组织确定获得收入Y慈善组织 元,即个人风险收益估值等于确定性的给慈善

① 关于表2的完整表格详见附表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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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Y慈善组织(P个人)元。举例来说,表2是一个有个人风险收益(P=95%)和慈善组织确

定收益的选择权衡的示例。用慈善组织确定收益对个人风险收益的估值,在实验中由个

体在表2的选项A和选项B的转换点决定。在表2的21个选项中,理性人一般在开始都

是选择A,但是随着慈善组织确定性收益的增加,在后面的某个选项就会发生转换,这个

转换点上选项B的慈善组织确定收益就是对个人风险收益的估计(从慈善组织的角度来

评估)。同理,Y个人(P慈善组织)表示慈善组织有P 概率获得收入WG 元等价于个人确定获

得收入Y个人(P慈善组织)元,即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估值等于给个人Y个人(P慈善组织)元。在无

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中,Y个人(P个人)表示个人有P 概率获得收入10元等价于个人

确定获得收入Y个人(P个人)元,即个人风险收益估值等于给个人Y个人(P个人)元。同样的,

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表示慈善组织有P 概率获得收入WG 元等价于慈善组织确定获得收入

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元。

作为基准情况,如果被试有标准的风险偏好(风险中性),无论是否处于个人 慈善组

织权衡的环境,对于相同风险程度的个人风险收益和慈善组织风险收益,其偏好都应该是

一致的:

Y个人(P个人)=Y慈善组织(P个人)=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Y个人(P慈善组织).
如果存在借口驱动型风险偏好,一方面,当被试选择个人风险收益或慈善组织确定收

益时(如表2所示),其可能会倾向于高估个人获得10元收益的可能性,并以此作为选择个

人确定收益选项的借口。由于被试对个人风险收益的厌恶降低,个人风险收益的估值在

有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中会更高,即Y慈善组织(P个人)>Y个人(P个人)。另一方面,当被

试选择慈善组织风险收益或个人确定收益时(如附表A4所示),其可能会倾向于高估慈善

组织获得0元收益的可能性,并以此作为选择个人确定收益选项的借口。由于被试对慈

善组织风险收益的厌恶增加,相较于无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慈善组织风险收益的估值在

有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中会更低,即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Y个人(P慈善组织)。如果被试处

于无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则借口驱动型风险偏好不会产生影响。因此,有以下预测:

预测 1 Y个人(P个人)=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Y个人(P慈善组织),

Y慈善组织(P个人)>Y个人(P个人)。

本文关注异质性慈善组织的声誉信息披露所产生的影响。当慈善组织质量较好,例

如声誉更佳时,被试可能对其有偏好,进一步会影响借口驱动型风险偏好,使被试不再高

估慈善组织获得0元收益的可能性,且不再以此作为借口。甚至使被试降低对此类慈善

组织风险收益的厌恶程度,改变此类慈善组织风险收益在有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中

的估值,即Y个人(P慈善组织)≥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与此同时,由于被试偏好高声誉慈善组

织,当处于选择个人风险收益或慈善组织确定收益时,被试也可能因此抑制其高估个人获

得10元收益的可能性,从而改变个人风险收益在有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中的估值,

即Y个人(P个人)=Y慈善组织(P个人)。当披露的慈善组织声誉较低时,可能会促进借口驱动型

风险偏好的产生,并进一步增加人们对慈善组织风险收益的厌恶,同时降低人们对个人收

益风险的厌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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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 高 声 誉 慈 善 组 织:Y个人(P个人)=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Y个人(P慈善组织)≥
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Y个人(P个人)=Y慈善组织(P个人)。

预测3 低声誉慈善组织:Y个人(P个人)=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Y慈善组织(P慈善组织)>
Y个人(P慈善组织),Y慈善组织(P个人)>Y个人(P个人)。

(三)慈善组织声誉与信息披露的实验设计

为了让实验更接近田野实验的特征,本研究选择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慈善组织作为

捐赠对象,但在规模、性质、背景和声誉方面都有所不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具有政府

背景的大型慈善组织,其筹款的资助范围广泛。但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尽管中

国红十字会迅速作出回应,并澄清郭美美与其无关,但此次事件仍使中国红十字会深陷丑

闻危机。壹基金是独立公募基金的慈善组织,属于民间慈善组织,其愿景与中国红十字会

类似。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是隶属于全国妇联的慈善组织,有政府背景,筹款主要用于

儿童少年的教育和福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由联合国发起的国际慈善组织,其目标与

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类似,筹款主要用于实现全球母婴和儿童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

参与的权利。附表A5总结了各实验设置的基本信息。
基准设置:不披露慈善组织的任何信息,被试只知道捐款给某个慈善组织。此外,在

基准设置中,被试需要回答一份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被试对于慈善组织的评价以及

被试的个人信息。在问卷中,我们从六个角度让被试对慈善组织进行评价:声誉、了解程

度、喜欢程度、认同程度、信任度、善款使用有效性。问卷调查结果汇报于附表A1,并用于

其他实验设置。①

名称设置:披露慈善组织的名称,并以一句话对该组织进行简要介绍。例如,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主管的公募基金会,从事救助难民、赈灾、儿童少年关怀与

发展等活动。名称设置总共有四组实验,即名称设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名称设置 壹基

金、名称设置 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名称设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声誉得分设置:基于问卷调查,选取最高声誉分数组织(声誉分数9分)和最低声誉分

数组织(声誉分数6分),分别作为声誉得分设置 高分和声誉得分设置 低分的捐赠对

象。② 对慈善组织进行匿名化处理,仅披露慈善组织在某调查中的声誉得分,并告知满分

为11分。被试也许对绝对声誉得分并不敏感。例如,一些被试认为11分制下慈善组织获

得6分已经属于不错。下面进一步考虑实施声誉排名设置。
声誉排名设置:在声誉排名设置 前25%中,仅告知被试该慈善组织在某调查中的声

誉排名为前25%。同样,在声誉排名设置 后25%中,仅告知声誉排名为后25%。
为了进行个人捐赠意愿国际比较,本文增加了无风险收益环境的同伴设置,用同实验

中随机选择的一位被试(匿名)替换表1中的慈善组织X。被试需要选择是金钱自留或是

给另外一位被试。③

①

②
③

此问卷调查仅针对参与基准设置的实验被试,在使用问卷调查结果的后续实验设置中,仅告知实验被试调查

结果来源于实验团队的一项独立调查,并未告知调查的具体设计、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
调查数据显示,约70%的调查被试表示对本文选取的慈善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约35%表示非常了解。
系统不会选择被试自己作为捐赠对象,且每位被试最多只能作为一个捐赠对象。附录Ⅰ阐述了实验相关说明

以及实验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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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捐赠意愿的国际比较和影响因素

(一)捐赠意愿的基本分析

捐赠意愿的统计描述(表3)显示,被试的平均捐赠意愿介于25元至39元之间,该值

远高于10元的个人确定收益。这说明,被试需要慈善组织收到平均25元或以上的捐款才

愿意放弃自己的10元收入。实验中大部分个体的选择偏好是单调的,约90%的被试在选

择序列中仅有一次转换点。
图1汇报了基于非参数检验的实验设置间个人捐赠意愿比较分析结果。图1(a)显

示,同伴设置中的个人捐赠意愿显著高于基准设置(p<0.01),也就是说相对于捐款给慈

善组织,被试更倾向于直接赠与他人①。图1(b)的结果显示,相较于基准设置,当披露中国

儿童青少年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名称信息时,个人捐赠意愿显著提高(显著性分

别是p<0.05和p<0.1),这也说明被试对于不同组织的捐款偏好有显著差异。通过披露

慈善组织的绝对声誉得分信息,本文发现声誉得分设置 高分中的个人捐赠意愿显著高于

基准设置(p<0.05);被试对声誉排名后25%的慈善组织的捐赠意愿显著更低(p<0.01)。
该结果表明慈善组织的声誉信息对个人捐赠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声誉较好的慈善组织更

易获得捐款。

表3 个人捐赠意愿(WG)的描述统计

 实验设置 平均数 中位数 标准差 样本数 多次转换者 总样本数

基准设置 31.62 30 15.04 74 5 79

名称设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8.05 26 14.83 115 9 124

名称设置 壹基金 31.31 30 14.64 64 11 75

名称设置 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 25.61 22 13.63 63 13 76

名称设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8.09 26 16.10 107 11 118

声誉得分设置 高分 23.87 18 15.43 30 3 33

声誉得分设置 低分 31.60 30 15.00 35 4 39

声誉排名设置 前25% 29.47 30 14.25 53 3 56

声誉排名设置 后25% 38.72 42 14.65 50 5 55

同伴设置 25.29 22 13.13 62 14 76

  注:各项统计结果均剔除了有多次转换的被试,且均基于个人确定收益和慈善组织确定收益的选择序列。表中

WG 数值越高,表示捐赠意愿越低。

① 值得注意的是,同伴设置中无法剔除潜在的互惠效应,如果被试有较强的互惠动机,本文就会高估被试的利他

偏好在同伴设置中的解释力。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214  经 济 学 (季 刊) 第25卷

图1 个人捐赠意愿比较 非参数检验

  注:实验设置间的差异检验采用双侧 Wilcoxon秩和检验。图中仅标注出(a)、(b)、(c)、(d)各子图中有显著性差异

的p 值,即p<0.1。柱状图中的灰色圆点对应该实验设置样本中被试的WG。若灰色圆点的数量越密集,则该部分的

形状越宽,反之越窄。图中竖线是误差棒,上下两根横线表示样本的标准误,竖线中的棱形表示样本均值。n 表示实验

设置的样本数。图中WG 数值越高,表示捐赠意愿越低。

(二)捐赠意愿的国际比较

本文捐赠意愿的测度方法、基准和同伴设置与Exley(2016)一致,可以进行国际比较,
分析中外个体捐赠意愿的差异。中外实验的可获得收入增幅范围近似,但绝对数值仍存

在差异①,因此,本文比较中外被试的捐赠意愿(WG)与个人确定收益的比率(Ratio),以消

除汇率差异等的影响:

Ratio= WG 个人确定收益( )/个人确定收益. (1)
附图A1的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受捐赠对象是慈善组织或同伴,中国被试的捐赠意

愿均显著高于国外被试。这表明,中国的个人捐赠意愿并不低于慈善行业发展水平较高

国家的个人捐赠意愿。
在中国实验中,相较于捐款给慈善组织,被试对同伴的捐赠意愿更高(附图A2(a))。

然而,美国被试对两种不同受捐赠对象的捐赠意愿没有显著差别。附表A6的回归分析结

① 实验中的个人确定收益为10元人民币。慈善组织或其他被试的捐款收入随着选择序列的行数增加,由0元

到60元依次递增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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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样显示,相较于捐赠给慈善组织,中国被试对捐赠给同伴的意愿平均增加约20%①,而
美国被试对两种不同受捐赠对象的捐赠意愿没有显著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为:中国文

化推崇个人储蓄以及个体间的直接支付转移。根据中国发展简报的报告,在中国只有

32%的捐款来自个人,在美国这一比例为81%,该报告结果也阐明了捐款给慈善组织并非

中国人给予他人金钱支助的主要方式。②

(三)个人捐赠意愿与慈善组织声誉信息披露

为什么中国被试给慈善组织的捐赠意愿更低? 本文进一步探究慈善组织的声誉信息

和不同信息披露方式对个人捐赠意愿的影响。回归的被解释变量是被试的WG,越小表示

捐赠意愿越大。以基准设置作为回归中的对照组,其他每个不同实验设置的虚拟变量作

为主要解释变量,以估计实验效应。

1.披露慈善组织的名称对个人捐赠意愿的影响

表4第(1)、(2)列汇报了以基准设置为对照,分别以名称设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名称

设置 壹基金、名称设置 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和名称设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实验组

的回归结果。表4显示,相较于基准的某慈善组织,被试对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的捐赠意

愿高约20%(见第(2)列)。披露其他慈善组织的名称信息及简要介绍并未对个人捐赠影响

产生显著性影响。这说明被试对于不同规模和性质的慈善机构的捐赠偏好具有较大的差异。

表4 与基准设置的回归比较 信息披露

被解释变量:WG
OLS OLS OLS OLS

(1) (2) (3) (4)

名称设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3.569 -2.352

(2.229) (2.462)

名称设置 壹基金 -0.309 0.989

(2.527) (2.677)

名称设置 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 -6.003** -6.273**

(2.447) (2.799)

名称设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3.528 -3.624

(2.341) (2.653)

声誉得分设置 高分 -7.755** -7.418*

(3.303) (3.783)

声誉得分设置 低分 -0.022 -2.490

(3.076) (3.426)

声誉排名设置 前25% -2.150 -2.656

(2.630) (3.362)

①
②

个人捐赠意愿平均增幅百分数:回归系数绝对值除以作为对照组的实验设置的平均个人捐赠意愿。
中国 发 展 简 报: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a-comparison-between-chinese-and-u-s-philanthropy/,

访问时间: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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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WG
OLS OLS OLS OLS

(1) (2) (3) (4)

声誉排名设置 后25% 7.098** 8.146**

(2.716) (3.604)

常数项 31.622*** 37.137*** 31.622*** 11.517*

(1.747) (5.815) (1.755) (6.4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数 423 423 242 242

R2 0.018 0.122 0.081 0.281

  注:*p<0.1,**p<0.05,***p<0.01。聚类稳健标准误汇报在括号内。以基准设置作为对照组。被解释变量是被

试的WG 值。如果被试参加了任一信息披露实验设置,则对应的实验设置变量为1,反之为0。例如,如果被试参加了

名称设置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则该变量为1,反之则为0。表中WG 数值越高,表示捐赠意愿越低。控制变量包括被试

家乡省份和所学专业的虚拟变量。

2.披露慈善组织的绝对声誉分数对个人捐赠意愿的影响

依据本研究问卷调查,分别选取平均声誉分数为6分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平均声

誉分数为9分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声誉低分和声誉高分的设置。实验中仅告知被

试某慈善组织的平均声誉分数及满分,并未告知慈善组织的名称以及其他信息。
表4第(3)、(4)列显示,与基准设置相比,被试对高声誉得分的慈善组织的捐赠意愿

增加约23%(见第(4)列)。但是,相较于基准设置,披露慈善组织低声誉得分信息并未显

著影响个人捐赠意愿,这可能说明被试对于绝对低分数信息披露的敏感度不足。作为稳

健性分析,附表A7只使用了声誉得分设置和声誉排名设置的样本,第(1)、(2)列以声誉得

分设置—低分作为对照组而声誉得分设置—高分作为实验组。结果显示,被试对绝对声

誉分数较高的慈善组织的平均捐赠意愿更高。
对于声誉得分设置中仅披露慈善组织的绝对声誉分数,一个顾虑是无法确定被试面

对不同慈善组织的不同声誉分数所表现出的捐赠意愿究竟是因为声誉分数设定还是因为

声誉分数高低。一些被试也许无法判断6分的声誉分数究竟是低还是高。因此,接下来

探讨披露相对声誉排名信息如何影响捐赠意愿。

3.披露慈善组织的相对声誉排名对个人捐赠意愿的影响

本文分别选取平均声誉分数最低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平均声誉分数最高的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进行声誉排名设置 后25%和声誉排名设置 前25%的实验。同样地,整个实

验过程中仅告知被试关于慈善组织的相对声誉排名,并未告知慈善组织的名称及其他信

息。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基准设置,当被试获知慈善组织的相对声誉排名靠后

时,其对该慈善组织的平均捐赠意愿显著降低26%(见第(4)列)。该结果再次证明慈善组

织声誉信息披露会严重影响个人捐赠意愿。虽然声誉排名设置 前25%的回归结果不显

著,但回归系数为负,也表明被试对高声誉排名的组织的捐赠意愿更高。
作为稳健性分析,附表A7显示,相较于声誉排名设置 后25%,被试对声誉排名设置

前25%的慈善组织的捐赠意愿平均增加约27%(见第(4)列)。总之,无论是披露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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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声誉分数还是相对声誉排名,相比声誉较低的慈善组织,人们对声誉较高的慈善组

织的捐赠意愿显著增加,且增加百分比接近。这说明,提升慈善组织的社会声誉并公开信

息可以很大程度地改善民众的捐赠意愿。

四、风险态度、捐赠意愿与声誉信息披露

(一)风险态度在捐赠意愿中的负向作用效果

图2展示了风险收益估值是如何随着风险变化的,为了便于比较,纵轴汇报风险收益

估值与最大确定收益的比值,即Yj(P个人)
10 ×100%,j∈{个人,慈善组织},或Yj(P慈善组织)

WG ×

100%,j∈{个人,慈善组织}。 纵轴数值越大,则相应的风险收益估值越高。被试对个人风

险收益估值和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估值的差距可以视作其风险态度在捐赠意愿中的作用。

图2(b)的结果显示,相较于无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被试的慈善组织风险收益

估值在含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中更低。该结果表明,被试在含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

的环境中更厌恶慈善组织风险,倾向于低估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估值,并以此为借口选择个

人确定收益,降低对慈善组织的捐赠意愿。但是图2(a)结果显示,被试的个人风险收益估

值在无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中和在含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的差异并不显著,

这与Exely(2016)的结果不同。

图2 风险收益估值与声誉信息披露

  注:图中虚线为45度线。图2(a)和图2(b)未进行信息披露;图2(c)披露声誉得分信息,图2(d)披露声誉排名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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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个人风险态度在捐赠意愿中的作用,本文估计如下双重差分(DID)模型:

Yli=β0+β1Charityli+β2Tradeoffli+β3Charityli×Tradeoffli

+ ∑PλP +∑iμi( ) +εli, (2)

其中,被解释变量Yli 是个体i对第l个选择序列的风险收益估值(%)。Charityli 是一个二

元虚拟变量,如果是慈善组织风险收益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Tradeoffli 是一个二元

虚拟变量,如果是含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则取值为1。Charityli×Tradeoffli 的估计系数则

表示被试以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估值较低为借口而选择个人确定收益的程度。λP 为可获得

收益概率固定效应,P ∈ {0.95,0.9,0.75,0.5,0.25,0.1},μi 为个人固定效应。
表5列(1)结果显示,Charity×Tradeoff 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当处于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时,被试低估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估值约15%。在列(2)
至列(4)中我们逐步控制了可获收益概 率 固 定 效 应 以 及 个 体 固 定 效 应,Charity ×
Tradeoff 的估计系数结果仍保持一致。该结果再次证明,被试对于慈善组织有概率获得

0元收益的可能性具有过高估计,并以此风险为借口而选择个人确定收益,降低对慈善组

织的捐赠意愿。这些结果跟Exley(2016)的发现总体一致。

表5 风险收益估值回归分析

被解释变量:

Y :序列l风险收益估值(%)

OLS OLS OLS OLS

(1) (2) (3) (4)

Charity 4.364*** 5.373*** 3.909*** 5.187***

(1.327) (1.365) (1.333) (1.369)

Tradeoff 0.158 0.587 0.051 0.544

(0.701) (0.698) (0.708) (0.703)

Charity×Tradeoff -15.091*** -15.815*** -14.592*** -15.602***

(2.149) (2.245) (2.146) (2.246)

I(p =0.95) 53.722*** 53.746***

(1.145) (1.144)

I(p =0.90) 49.852*** 49.854***

(1.120) (1.119)

I(p =0.75) 41.465*** 41.461***

(1.007) (1.006)

I(p =0.50) 29.043*** 29.024***

(0.742) (0.743)

I(p =0.25) 14.258*** 14.252***

(0.533) (0.534)

I(p =0.10) 4.960*** 4.966***

(0.365) (0.364)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数(N ) 6885 6885 6885 6885

R2(within) 0.037 0.555 0.037 0.555

  注:*p<0.1,**p<0.05,***p<0.01。聚类标准误汇报在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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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慈善组织高声誉信息的正向影响效果

本节分析慈善组织声誉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个人风险态度并作用于捐赠意愿。图2(c)

与图2(d)显示,一方面,在有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中,无论是披露慈善组织高声誉得

分信息还是高声誉排名信息,均未显著影响被试的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估值(三角形线与圆

形线比较)。另一方面,通过比较披露慈善组织高声誉信息和披露慈善组织低声誉信息

(三角形线与星形线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对被试的慈善组织风险收益估值的影响没有显

著差异。该结果表明,当存在收益风险时,个人风险态度对捐赠意愿具有重要影响,仅通

过披露慈善组织声誉信息无法有效抑制个人风险偏好在捐赠意愿中的负面效应。

表6中,RankHighli 取值为1,则表示在选择序列l中对被试i披露某慈善组织高声

誉排名信息。ScoreHighli 取值为1,则表示在选择序列l中对被试i披露慈善组织高声誉

得分信息。因此,RankHighli ×Charityli ×Tradeoffli 和ScoreHighli ×Charityli ×
Tradeoffli 的估计系数表示披露慈善组织高声誉信息是否对个人风险态度产生影响进而

影响个人捐赠意愿。同理,RankLowli 取值为1,表示在选择序列l中对被试i披露慈善组

织低声誉排名信息。ScoreLowli 取值为1,表示在选择序列l中对被试i披露慈善组织低声

誉得分信息。因此,RankLowli ×Charityli ×Tradeoffli 和ScoreLowli ×Charityli ×
Tradeoffli 的估计系数表示披露慈善组织高声誉信息是否对个人风险态度产生影响进而

影响个人捐赠意愿。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显示,当处于个人 慈善组织权衡的环境

时,披露慈善组织高声誉信息不会显著影响被试对慈善组织风险收益的估值,也并未对个

人风险态度产生显著影响。披露慈善组织低声誉信息也未显示任何显著影响效应。一个

解释是披露信息的分类不够细致,或者如果被试对于慈善组织总体的声誉印象不好,声誉

得分和排名的影响就不会有差异。

表6 风险收益估值回归分析:声誉信息披露

被解释变量:

Y :序列l风险收益估值(%)

OLS OLS OLS OLS

(1) (2) (3) (4)

Charity 4.721*** 5.212*** 4.392*** 5.772***

(1.497) (1.482) (1.571) (1.501)

Tradeoff 0.603 0.443 0.470 0.828

(0.744) (0.734) (0.821) (0.786)

Charity×Tradeoff -15.490*** -15.884*** -14.007*** -16.065***

(2.520) (2.419) (2.496) (2.481)

RankHigh×Charity 2.179

(3.639)

RankHigh×Tradeoff -0.282

(1.978)

RankHigh×Charity×Tradeoff -0.506

(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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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Y :序列l风险收益估值(%)

OLS OLS OLS OLS

(1) (2) (3) (4)

ScoreHigh×Charity -0.171

(3.887)

ScoreHigh×Tradeoff 0.821

(2.394)

ScoreHigh×Charity×Tradeoff 2.207

(6.550)

RankLow×Charity 3.872

(3.155)

RankLow×Tradeoff 0.358

(1.530)

RankLow×Charity×Tradeoff -7.680

(5.663)

ScoreLow×Charity -3.831**

(3.642)

ScoreLow×Tradeoff -1.859

(1.645)

ScoreLow×Charity×Tradeoff 3.015

(5.746)

风险收益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N ) 6885 6885 6885 6885

R2(within) 0.555 0.555 0.557 0.556

  注:*p<0.1,**p<0.05,***p<0.01。标准误汇报在括号内。

五、总结性评论

近年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被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国慈善事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促进就业、增加

公共品供给、鼓励创新创业等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的启示在于:中国人有

较高的捐赠意愿,不缺乏公益精神,但是公众更愿意捐款给个人而不是慈善组织。这说明

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缺乏信任,再加上慈善机构总体发展落后,可能是现实中我国人均捐赠

水平低的重要原因。在进一步完善个人慈善激励机制,鼓励人们捐赠和志愿服务的同时,

需要加强社会监督,改善慈善组织声誉,增加慈善事业的透明度,使捐赠者相信他们对慈

善事业的捐款能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群。

基于研究发现,有如下政策建议。(1)从慈善组织声誉和信息披露的正面作用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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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认识不够也可能是导致慈善事业发展缓慢的因素。如果可以建立第三

方机构,独立评估并定期公布慈善机构不同维度声誉信息的排名,既可以促进慈善机构的

发展,也可以增强公众的捐赠意愿。这与慈善业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研究发现也是一致

的。(2)个体存在以慈善组织风险为借口的动机会降低捐赠意愿,这就需要慈善组织的运

营和管理环境要尽可能地保持稳定和可持续性,善款使用的效果应当与捐赠者进行沟通,
以降低公众对于慈善组织运营和善款使用风险的担忧。(3)中国公众更高的捐赠意愿只

是表现在实验室环境里,现实中,慈善市场和公益生态的改善是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政

府积极持续的政策支持,也需要机构重视慈善市场的培育。慈善业要提高机构透明度,改
进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保护捐赠人的公益心和对行业的信心。

本文还存在不少局限和需要拓展的地方。跟所有实验研究一样,本文发现受“外部有

效性”的制约,尽管实验对象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慈善组织,但是所用的组织数量有限,如果

更换实验的慈善捐赠组织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另外,本文发现存在使用慈善组织风险

作为“借口”而减少慈善捐赠的动机,但披露慈善组织声誉信息没有显著影响被试对慈善

组织有风险收益选项的估值,这可能跟中国慈善组织总体声誉不高有很大关系,导致捐赠

人在本文实验环境中对慈善组织的声誉信息反应不够敏感,需要后续研究深入分析。

2016年和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和修订是慈善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
其中特别强调了增强信息公开、透明度,加强组织规范,增设惩罚措施的重要性。慈善法

对慈善业发展的影响,包括慈善组织监管、声誉改善和信息披露、公众捐赠意愿的变化以

及对慈善业的信任程度,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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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designadonationexperimentbasedonrepresentativecharitableorganizationsinChina

toevaluatepeople􀆳swillingnesstodonateandtomeasuretherelationshipamongthedonationbehavior,the

charity􀆳sreputationandcharityinformationdisclosure.TheresultsshowthatChineseparticipantsare

morewillingtodonatethanAmericanparticipants,buttheyprefertodonatetoapeerindividualthantoa

charity;participantsaremorewillingtomakedonationstoacharitywithhigherreputationandranking,

whichdisplaysthattheinformationdisclosureofacharityhasasignificantimpactontheparticipants􀆳will-

ingnesstodonate;whencharitabledonationsinvolveriskandtheparticipantshavetheoptiontokeep

moneyforthemselves,theyusetheriskasanexcusenotto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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